
贸易偏移与出口质量: 基于中美贸易战的分析 

田巍 黑烨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中国企业-产品层面海关数据（2017-2019），实证分析了中美贸易

战造成的中国出口偏移现象。本文发现美国进口关税提升造成了中国出口偏移，贸易偏移伴

随着产品质量上升, 质量提高的原因在于贸易偏移造成的市场竞争。在短期内企业通过退

出低质量产品（拓展边际）和提高现有产品质量（集约边际）两个方面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中国企业通过优胜劣汰，调整企业中间品投入提高存续产品质量，退出低质量产品。因此短

期的出口调整同样会增加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降低利润。具体而言, 美国进口关税关税每

提高 1%，出口偏移提高 7.7%，因此中国对全球其他国家出口增加 1.2%, 同时出口偏移程度

对发达国家更剧烈, 而质量提升效应则在发展中国家更剧烈。我们发现对于没有直接出口

到美国的企业产品，由于贸易偏移造成的市场竞争，同存在产品质量的提升，价格提升，以

及出口额的增长，而出口数量变化并不显著。差异品和质量阶梯更长的产品出口质量提升更

小，这体现了产品的竞争优势。异质性分析显示，国有企业的出口偏移并不显著，中国的出

口偏移主要是由于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同时，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行业例如劳动密集型行

业与非研发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偏移效应更强，但质量提升较弱。资本品虽然存在贸易额的偏

移，但是在质量提升方面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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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18年美国政府对中国等多个重要贸易伙伴征加了高额附加关税，发起了贸易战。中国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这场全球性的贸易摩擦之中首当其冲。美国对中国征加

的进口平均关税从 2017 年末的 3.1%，上升到了 2019 年末的 19.3%。如此剧烈的贸易政策

调整，是否会影响中国与第三国的贸易情况？本文通过中国月度的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的

海关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有关贸易保护政策产生的第三国影响已经存在诸多研究，实证发现，诸如反倾销（Bown

和 Crowley，2007）和贸易制裁（Haider，2017）等贸易保护政策都会引起受制裁国向第三

国转移出口。Bown 和 Crowley（2007）将受制裁国增加向第三国出口的现象定义为贸易偏

移（trade deflection）。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同样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一次经典实践，

已有研究已经发现中美双边的附加关税造成了全球贸易再分配，第三国替代了中国对美国

的出口，同时扩大了全球贸易量（Fajgelbaum等，2021）。本文同样中美贸易战为背景，研

究这次激烈的贸易冲突是否同样造成了中国出口商的贸易偏移现象？进一步地，贸易偏移

是否伴随着中国出口质量的改变？经典理论认为，目的国的市场竞争程度，收入水平等因素

会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如果贸易战造成了中国出口偏移，那么出口目的国的转变对出口商品

的质量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美国是当今世界最为富有的国家之一，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

对美国的出口品质量也处于更高水平（Manova和 Yu，2017）。一旦发生出口偏移，目的国

的转变可能会通过改变目的国收入水平、距离和市场竞争等渠道影响出口质量。本文证明，

贸易偏移导致的供给增加提高了目的国的市场竞争程度，因此提升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 

现有研究多关注中美贸易战引起的双边贸易、本国价格变动、消费变动以及福利的变化

（Fajgelbaum等，2019；Waugh，2019；Amiti等，2019；Amiti等，2020；Cavallo等，2021)。

而对于美国征收关税造成的第三国贸易影响研究并不充分。现有研究发现，美国征收的关税

导致中美双边贸易下降，但是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则呈现上升，出现了出口偏移 （Jiao et 

al.，2022；Jiang et al.，2023；Sheng et al.，2022）。但是这些文献对与贸易偏移的主要方向

和特征结论并不一致。Jiao et al. （2022） 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转移主要是转移到欧盟国家，

同样 Jiang et al. （2023） 也发现中国企业的贸易转移弹性随着目的国收入增长而变大。Sheng 

et al. （2022） 则与之有所不同，后者通过中国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发现贸易战引起的中国

出口调整主要目的地是低收入国家，而且出口偏移的产品价格出现上升。本文通过中国全样

本企业海关数据对贸易偏移问题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出口额偏移确实与经典结论相一致，

即更多的出口到高收入国家（北-北贸易）。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发现，出口偏移造

成了目的国市场竞争加剧，因此同时伴随着产品质量上升，而质量上升则与目的国收入水平



呈现负相关。Medina（2022）发现负面的贸易冲击导致了秘鲁的出口产品质量增加，其中的

机制是企业面对市场竞争不得不使用将更高质量的中间品在企业内部重新配置，提高产品

质量和竞争力。但是由于原材料成本的增加导致利润实际上是下降的。本文同样发现，在贸

易战的冲击下，企业能够做的应对是出口偏移，并通过优胜劣汰，调整企业中间品投入提高

存续产品质量，退出低质量产品。因此短期的出口调整同样会增加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降

低利润。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无法直接检验企业的利润变化，但是根据 Jiao等（2022），

贸易战期间中国沿海出口企业的利润显著下降，关税的利润弹性为-6%，这与本文的逻辑是

相一致的。贸易战引起的贸易偏移带来的出口额与出口质量的提升说明中美贸易战在短期

使得世界其他国家从中国获得了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因此可能存在本国的福利提升，但是

这种短期的调整可能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利润获取。 
本文实证发现：首先，美国进口关税提升造成了中国出口偏移，关税每提高 1%，造成

出口偏移提高 7.7%，因此中国对全球其他国家出口增加 1.2%1。出口偏移既存在对发达国家

偏移（北-北偏移），也存在对发展中国家偏移（南-北偏移），另外贸易战关税对北-北偏移

的弹性更大；其次，贸易偏移伴随着产品质量上升，关税每提高 1%，出口质量提高 15%。

同时与出口额相反，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偏移质量提升程度更高；第三，质量提高的原因在

于贸易偏移造成的市场竞争，在短期内企业通过退出低质量产品（拓展边际）和提高现有产

品质量（集约边际）两个方面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根据Manova和 Zhang（2012）以及Medina

（2022），企业可以在通过调整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方式提升出口品质量，这与我们的实证结

论一致；第四，本文通过以下几方面分析了市场竞争带来的质量提升结果。一方面，对于没

有直接出口到美国的企业产品，同样存在产品质量的提升，质量提升带来了价格提升，也带

来了出口额的增长，出口数量变化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差异品和质量阶梯更长的产品出口

质量提升更小，这同样体现了产品的竞争优势。第五，异质性分析显示，国有企业的出口偏

移并不显著，中国的出口偏移主要是由于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另外，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

贸易的出口偏移相近，但是质量提升较弱。同时，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行业例如劳动密集型

行业与非研发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偏移效应更强，但质量提升较弱。而资本品虽然存在贸易额

的偏移，但是在质量提升方面并不显著。 

本文首先与贸易保护政策的第三国出口偏移效应文献相关。文献中有关贸易保护政策的

第三国效应目前主要集中在反倾销税（Bown 和 Crowley，2006；Bown 和 Crowley，2007；

沈国兵，2008）、贸易制裁（Haider，2017）以及原产地规则（Felbermayr 等，2019）等。

这些研究发现，贸易保护措施确实能够引起受制裁国向第三国偏移出口，但是由于扭曲了市

场价格机制，因此保护措施并非有效率的（Felbermayr等，2019）。中美贸易战通过大幅提

高关税提供了有一个良好的贸易政策外生冲击，因此得到了学界极大的关注。Fajgelbaum等

 
1 1.21% = (19.3%-3.1%) / (1+3.1%) * 0.077 



（2021）通过全球的产品层面贸易数据进行了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布局的影响，发现贸易战

引起了巨大的全球贸易转移效应，世界主要的出口国家替代中国向美国出口，同时中国也增

加了对其他国家的出口。Jiang等（2023），Jiao等（2022）使用中国企业数据，对贸易偏移

做了简单的分析，他们发现中国出口存在向发达国家偏移的情况。本文与 Sheng等（2022）

最为相关，Sheng等（2022）利用中国产品层面出口数据发现了显著的贸易偏移现象，但是

与之前结论不同在于他们发现贸易偏移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同时存在

价格提升和质量提升的现象。但是 Sheng等（2022）的文章并没有解释产生向发展中国家偏

移出口的原因，也没有解释质量提升的原因。本文使用更为精确地海关企业-产品层面数据，

发现贸易偏移的效应随目的国收入提高而提高，这与 Jiang等（2022）和 Jiao等（2022）一

致。同时我们发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而质量提升弹性与目的国收入水平负相关。我们认

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贸易偏移造成了目的国市场竞争的加剧，竞争导致的质量提升覆

盖了由于目的国收入水平下降导致的质量下降。同时我们还进一步给出了企业通过优胜劣

汰和提高中间投入的行为提升质量的实证证据。 

本文同样补充了国际贸易与出口质量的有关文献。有关贸易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

质量的问题已经拥有很丰富的研究。大部分研究发现，贸易能够通过成本下降和市场扩大两

个渠道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体来说，进口贸易可以给予企业获得更便宜、更多元和更

高质量的投入品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提高企业的出口质量（Kugler 和 Verhoogen，

2012； Bas和 Strauss-Kahn，2015；Fieler等，2018）。另外，出口贸易可以通过扩大市场，

使得企业通过获得规模经济而拥有更强的激励投资技术创新与资本品，提升产品质量

（Verhoogen，2008；Lileeva和 Trefler，2010；Bustos，2011；Aw等，2011；Brambilla等，

2012；Bastos等，2018）。本文与Medina（2022）的研究更为相关，Medina（2022）发现负

面的贸易冲击同样导致了秘鲁的出口产品质量增加，其中的机制是企业面对市场竞争不得

不使用将更高质量的中间品在企业内部重新配置，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从而增加出口。

而资本投资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则并不是主要渠道。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同时，利润实际

上是下降的。本文同样发现，在贸易战的冲击下，企业能够做的应对是出口偏移，并调整企

业的产品组合和中间品投入，提高产品质量。 

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数据与典型事实；第三部分展示实证策略与实证

结果；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 数据与典型事实 

(一) 数据介绍 

 本文的贸易数据主要来自于 2017-2019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提供了详细

的中国贸易企业月度的进出口交易数据。数据包含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的交易信息，包



括出（进）口额，出（进）口数量，出（进）口单位价格，目的国（来源国），贸易模式以

及交易时间等。海关数据提供了企业的唯一识别码，根据识别码编制规则，我们可以区分出

企业所有制以及经营地等信息。产品交易数据汇报在 HS8位码层面，为了与关税信息匹配，

我们将产品加总至 HS6位层面。根据 Ahn等（2011），中国海关数据既包含进出口中间商，

也包含制造业进出口企业，而中间商由于并不参与直接生产，因此在面对贸易战冲击时，实

际的经济逻辑可能有所不同。为了更为清晰地分析制造业企业的行为，我们根据中国海关

2016年数据提供的企业名称，使用 Ahn等（2011）的方法识别出贸易中间商，并将之从样

本中剔除。 

 本文探究 2018 年-2019 年期间美国对中国加征的附加关税带来的影响。为了得到关税

数据，我们从美国商务代表办公室（USTR）官方网站下载了公共可得的关税清单数据，包

括 HS8位码产品的附加关税，宣布时间以及实施时间。由于中美之间的 HS8位码并不通用，

因此难以直接将美国制定的 HS8 位产品进口关税匹配到中国出口数据上。本文因此将 HS8

位产品码关税通过简单平均的方式保留到 HS6 位码。相对于加权平均关税，简单平均的好

处在于可以缓解内生性问题。另外，部分 USTR声明的附加关税实际上同样存在暂缓实施或

者停止实施的现象，对于这部分附加关税我们将之从附加关税的数据中剔除。 

 表 1给出了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进口附加关税的时间线，以及具体实施情况。具体来说，

美国征加的附加关税主要有 3轮，第一轮涉及 500 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分别在 2018年 7月

初和 2018 年 8 月末实施，征加了 25%的附加关税。第二轮和第三轮分别涉及了 2000 亿和

3000 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其中计划在 2019 年 12 月实施的关税清单实际上并未实施，我们

从关税数据中剔除。另外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的是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因此对于发生在

月末的关税，我们将之归类到下个月。比如第二轮 2018年 9月 24 日实施的关税清单，本文

在实证分析中将关税时间设定为 2018年 10月。 

表 1  美国对华关税时间线 

轮次 涉及金额（十亿美元） 实施时间 附加关税 

第一轮 
34 2018/7/6 25% 

16 2018/8/23 25% 

第二轮 
200 2018/9/24 10% 

200 2019/5/10 提高至 25% 

第三轮 
300 关税清单 A 2019/9/1 15% 

300 关税清单 B 2019/12/15 Stop 

 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实施的进口关税数据本文从WITS网站下载获得。WITS关税数据

库提供了 2017-2019年全球各个国家对中国实施的进口关税，包括 HS6位产品码的MFN关



税，最惠国待遇关税以及实际实施关税。图 1给出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实施的进口

简单平均关税的时间趋势。其中横轴代表时间，纵轴代表关税数量。如图所示，2018年 7月

以后，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关税开始剧烈上升，至 2019年 9月已经上升到了 26%左右。而世

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进口关税在这一时期则基本保持不变，关税的时间波动标准误仅为 0.02。 

 

图 1 美国和其他世界各国对中国实施进口关税时间趋势 

(二) 典型事实 

研究证明，企业出口产品价格和质量与目的国收入水平、市场规模和地理距离等因素有

关（Flash，2016；Bastos &Silva，2012；Manova &Zhang，2012）。具体而言，目的国收入

越高，地理距离越远，市场规模越大，出口产品质量越高。根据现有理论，即便发生出口贸

易偏移，也应该主要面对高收入国家。图 2展示了中国 2015-2020年期间的对不同地区的出

口增长率，提供了有关贸易偏移的直观证据。其中菱形实线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率，而

其他三条虚线分别是对欧盟，对东盟和包括东盟与欧盟的全球其他国家的出口增长率。由图

中可以看出，贸易战开始以后，中国对美国在 2019年的出口增长率和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增

长率出现了显著的差距，除美国以外，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率都维持在 5%以上，对

东盟国家的出口增长在 10%以上，初步说明了贸易战引起的短期出口偏移。图一能够提供的

另一个信息则是贸易战引起的中国出口偏移，不仅仅是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加，同时还有对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加。这与传统理论预测的北-北贸易偏移有所区别。本文发现，贸易战

引起的出口偏移既有对发达国家的偏移，也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偏移。 



 

图 2 中国出口增长率，2015-2020年 

 图 2 向我们展示了显著的贸易偏移效应，而贸易的重新分配可能会对目的国的市场竞

争程度产生影响，因此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选择。图 3展示了中国对不同地区的

HS6位产品出口价格在贸易战前后的分布变化。出口价格可以近似为产品质量的反应，因为

高质量的产品往往会制定更高的价格（Flash，2016）。图 3中的子图（a）和子图（b）显示

了贸易战前后中国对欧盟和东盟国家出口价格的分布变化，红色的实线是贸易战以后得价

格分布，蓝色的虚线则是贸易战前的价格分布。不论是欧盟还是东盟，中国对其出口都存在

分布右移的趋势，价格的上升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国出口品的质量提高。子图（c）是除美国

以外其他世界各国的平均价格分布变化，具有类似的趋势。2 

 

图 3 中国对不同地区出口价格变化，2017-2020年 

三、 实证策略与实证结果 

本小节我们对贸易战造成的贸易偏移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在基准回归中我们发现美国的

 
2 使用 2020年作为贸易战以后年份是因为 2019年关税增长还在继续。另外，考虑到 2020年出现了新冠疫情存在对中国医疗产
品出口的正向冲击，可能会因为需求影响价格，因此图 3删掉了 HS6位码中的药品大类（HS2位码为 30）以及其他的 HS6位码
的医疗产品。 



进口关税导致了中国企业出口发生偏移，同时存在产品质量的提升。在考虑到转口贸易、时

间波动和临时出口等因素后，结果依然稳健。随后我们讨论产品质量提升的来源，市场竞争。

由于我们的中国海关数据很难直接度量目的国的竞争程度，因此本文从异质品出口、目的国

性质以及从未对美国出口的企业所受到的影响等几个方面间接给出市场竞争导致产品质量

提升的证据。第三部分给出了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的偏移效应几乎为零。第四部分我

们给出了企业在面临贸易偏移带来的竞争影响时的反应，一是将低质量产品退出市场，二是

提高现有产品的质量，Manova &Zhang（2012）认为企业会通过调整中间品投入来获得更高

质量的产出品，我们也在这一部分给出了实证证据。 

(一) 基准回归 

本文通过（1）式回归估计美国关税的贸易偏移弹性 

𝑙𝑛𝑦!"#$ = 𝛽% + 𝛽&𝑙 𝑛'1 + 𝑡𝑎𝑟𝑖𝑓𝑓"$'(. + 𝛽)𝑙𝑛	(1 + 𝑡𝑎𝑟𝑖𝑓𝑓"$*+,) + 𝛼!$ + 𝛼"- + 𝛼#$ + 𝛼!"# +

𝜀!"#$                             （1） 

 上式中，𝑙 𝑛'1 + 𝑡𝑎𝑟𝑖𝑓𝑓"$'(.为核心解释变量，𝑡𝑎𝑟𝑖𝑓𝑓"$'(表示美国对中国征加的 HS6位码

进口关税，其中 g表示产品，t表示时间（年-月）。为了估计关税弹性以及处理 0 值，本文

对关税变量进行了加 1 取对数处理，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因此𝛽&是我们主要关注的系数。

Fajgelbaum等（2020）已经证明，中美贸易战中，美方施加的附加关税并没有事前趋势与产

品相关性，因此可以认为是外生冲击。	𝑙𝑛𝑦!"#$表示企业-产品-目的国-时间层面的出口观测

值，包括贸易额、贸易量、产品价格、出口产品质量以及价格调整后质量。其中 f表示企业，

c表示目的国。由于我们只有海关数据，而海关数据并没有提供任何企业的生产信息，为了

控制企业异质性，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𝛼!$企业-时间固定效应。另外，𝛼"-表示产品-月份固

定效应，m表示月份。控制产品-月份固定效应可以控制由于月度数据造成的产品出口波动，

同时可以部分控制产品的时间变化特性。𝛼#$是目的国-时间固定效应控制国家层面的特征，

例如 GDP等。𝛼!"#则表示企业-目的国-产品的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产品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

特点，同时可以控制产品的进入退出特征。产品质量根据 Khandelwal 等（2013）的方法估

计。具体如下式给出： 

𝑙𝑛'𝑞!"#$. + 𝜎 𝑙𝑛'𝑝!"#$. = 𝛼" + 𝛼#$ + 𝜀!"#$ 

 𝑙𝑛'𝑞!"#$.表示出口额的对数，𝑙𝑛'𝑝!"#$.表示出口产品的价格，𝜎是行业间的替代弹性，

根据经典做法本文使用 Broda &Weinstein（2006）提供的行业替代弹性进行估计。等式右侧

𝛼"和𝛼#$分别表示产品和国家时间的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产品异质性和目的国需求等因素。

根据 Khandelwal 等（2013）产品质量𝜆即可通过𝜆8 = 𝜀!̂"#$/(𝜎 − 1)估计得到。而质量调整后

的价格即可通过 qap=𝑙𝑛'𝑝!"#$. − 𝑙𝑛'𝜆8!"#$.得到，而质量调整后价格则也可以间接衡量产品

层面的市场竞争程度，竞争程度越强，qap越低。 

 表 2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表 2中的回归样本我们只保留了在 2016年基期对美国出口



的企业-产品。这些企业-产品在贸易战开始后直接受到了关税的影响，产生了贸易偏移并调

整了产品质量。对于从未对美国出口的企业-产品，虽然也可能存在出口变化，质量变化但

这并不是因为关税造成的影响，而是因为贸易偏移导致的市场环境的改变。本文为了详细地

区别了这两种不同的机制，在基准回归中只保留了直接对美国出口的企业-产品，选择基期

同时可以有效避免样本选择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第 2 列显示，关税每提高 1%，造成出口偏

移提高 7.7%，因此中国对全球其他国家出口增加 1.2%。第 3 列给出了出口量的贸易影响,其

中弹性为 7.1%。结合（1）（2）（3）三列，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偏移主要是通过出口量

的增长实现的，而第（1）列的价格变化也并不显著。（4）列给出了出口品质量和质量调整

后价格的变化，结果显示关税每提高 1%，会造成出口品质量提高 15%。第（4）列结果说明

市场竞争的提升质量效应覆盖了目的国收入水平的变化，因此产品质量上升。第（5）列给

出了质量调整后价格的变化贸易偏移带来的市场竞争加剧，产品的质量调整后价格则下降

14.3%，二者共同解释了产品价格几乎不变的结果，一方面企业为了应对市场竞争而提高了

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竞争同时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加成，降低了价格，两者合力的结果

则是价格基本保持不变。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ROW (1) (2) (3) (4) (5) 

 price value quantity quality qap 

extariffus 0.007 0.077*** 0.071*** 0.150*** -0.143*** 

 (1.49) (5.33) (4.58) (4.94) (-5.09) 

extariffwrd -0.020 -0.140 -0.120 -0.291 0.271 

 (-0.56) (-1.31) (-1.07) (-1.52) (1.50) 

country*time Y Y Y Y Y 

hs6*month Y Y Y Y Y 

firm*time Y Y Y Y Y 

country*firm*hs6 Y Y Y Y Y 

N 13782425 13782425 13782425 13782425 13782425 

Adj. R2 0.93 0.74 0.83 0.70 0.74 

(二) 稳健性检验 

2.1 转口贸易或产业转移 

基准回归中的结果显示美国对中国征加的关税导致中国企业发生了出口偏移。但是这一

结果存在其他可能的解释一是中国企业为了规避关税，选择从其他国家进行转口贸易。因此，

具有地理优势的东南亚国家和具有出口信息优势的香港地区就可能吸引更多中国的出口。

另外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则是中美贸易战以后，受到压力的部分加工贸易企业转移到东南亚，



例如富士康等。而产能转移会导致原有的供应链向东南亚国家增加出口，造成我们的回归结

果。为了消除上述可能得机制，我们将向东南亚国家和香港地区的出口样本删除，重新进行

（1）式回归。结果如表 3，主要结论与基准回归仍然是一致的。 

表 3   删除东南亚国家和香港回归结果 

ROW (1) (2) (3) (4) (5) 

 price value quantity quality qap 

extariffus 0.016* 0.067*** 0.052*** 0.146*** -0.130*** 

 (1.68) (4.11) (2.92) (4.28) (-4.10) 

extariffwrd -0.074 0.008 0.082 -0.079 0.005 

 (-1.22) (0.06) (0.59) (-0.31) (0.02) 

country*time Y Y Y Y Y 

hs6*month Y Y Y Y Y 

firm*time Y Y Y Y Y 

country*firm*hs6 Y Y Y Y Y 

N 10892851 10892851 10892851 10892851 10892851 

Adj. R2 0.92 0.74 0.84 0.69 0.74 

 

2.2 周期性波动（yoy) 

本文使用的月度数据回归会存在严重的周期性波动，因为企业不会每个月都向市场供给

同样的产品。为了消除周期性波动造成的影响，本文将（1）式中的所有变量进行一阶差分

处理，计算同比增长，然后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与基准回归依然一致。 

表 4   同比增长回归结果 

ROW (1) (2) (3) (4) (5) 

 price value quantity quality qap 

extariffus 0.035*** 0.018 0.053** 0.105** -0.070* 

 (2.69) (0.82) (2.38) (2.25) (-1.68) 

extariffwrd 0.043 0.067 0.024 -0.228 0.271 

 (0.44) (0.34) (0.12) (-0.54) (0.72) 

country*time Y Y Y Y Y 

hs6*month Y Y Y Y Y 

firm*time Y Y Y Y Y 

N 4865914 4865914 4865914 4865914 4865914 

Adj. R2 0.01 0.04 0.04 0.04 0.04 



 

2.3 市场竞争机制 

本文认为，中国出口企业的贸易偏移导致了目的国市场竞争的加剧，因此企业在短期内

会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应对市场竞争。本小节将通过异质品，质量梯度，目的国人均 GDP以

及间接面对美国关税的企业-产品几个方面，进一步说明市场竞争的故事。表 5的（1）（2）

两列汇报了异质品和同质品在贸易偏移中质量提升的差异。根据 Rauch（1999）的分类，本

文将中国出口产品分为同质品和异质品两类，其中异质品之间差异更大，替代性更小，因此

竞争性也更小。在市场竞争的机制之下异质品提升质量的程度应该更弱。（1）（2）两列的

结果与上述分析是一致的，相比于同质品，异质品在贸易偏移中的质量上升弹性是 0.112，

只有同质品的三分之一左右。而质量调整后价格弹性则为-0.106，同样小于同质品，因此也

说明了异质品的竞争更弱。表 5 的（3）（4）两列展示了 HS6 位产品层面质量梯度的回归

结果，其中质量梯度是通过每种 HS6 位产品的质量标准误衡量的，在回归中我们控制了美

国对华关税与质量梯度的交互项。与异质品的逻辑类似，产品的潜在差异越大，其质量梯度

越大，因此在竞争中提升质量的幅度应该也越低，这与（3）（4）两列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 5   市场竞争的质量效应检验 

ROW (1) (2) (3) (4) (5) (6) (7) 

 Heterogenous Goods  Quality Scope Per Capita GDP 

 quality qap quality qap value quality qap 

extariffus 0.326*** -0.312*** 0.827*** -0.839*** -0.342 1.088*** -1.253*** 

 (6.03) (-6.46) (18.25) (-19.83) (-1.49) (3.76) (-4.61) 

extariffus*        

Heterogenous Goods 
-0.214*** 0.206***      

(-4.08) (4.42)      

Quality scope 
  -0.164*** 0.168***    

  (-14.12) (15.25)    

Per Capita GDP 
    0.028** -0.034** 0.042*** 

    (2.16) (-2.01) (2.68) 

extariffwrd Y Y Y Y Y Y Y 

controls N N N N Y Y Y 

country*time Y Y Y Y Y Y Y 

hs6*month Y Y Y Y Y Y Y 

firm*time Y Y Y Y Y Y Y 



country*firm*hs6 Y Y Y Y Y Y Y 

N 13782425 13782425 13782425 13782425 1378242

5 

13782425 13782425 

Adj. R2 0.72 0.72 0.76 0.76 0.93 0.75 0.85 

 表 5的（5）（6）（7）三列控制了出口目的国特征的变量，包括目的国人均 GDP，GDP，

与中国的距离等。表 5展示了美国关税与目的国人均 GDP的交互项结果。（5）列显示贸易

偏移是随着目的国人均 GDP提高而提高的，也就是说越富裕的国家，中国对其转移的出口

越多。而第（6）列则显示出口质量则随着人均 GDP的上升而下降。对于这个结果，有一个

顾虑是高收入国家本身的进口产品质量便高于低收入国家，因此其质量提升的空间可能更

小。为了消除基期的产品质量影响，我们在第（6）列同时控制了 2016 年国家-产品层面的

HS6 位码的出口产品质量。第（7）列显示，质量调整后价格也随着人均 GDP 的上升而下

降，这再一次验证了市场竞争导致的产品质量提升的故事。虽然越富裕的国家，中国对其转

移的出口越多，但是由于其市场同样具有优势，因此并没有产生更强烈的市场竞争。而低收

入国家在面临中国的出口偏移时，本国市场规模的限制使得竞争变得更为剧烈，因此会产生

更大的质量提升效应。图 5和图 6将（5）（6）两列的系数可视化，图 5展示了质量的弹性

系数与人均 GDP的关系。可以看到随着人均 GDP上升，关税导致的质量增加越来越低。而

图 6则显示了出口额有相反的关系。与表 5中的结果是一致的。 

 

图 5 质量系数与人均 GDP关系 



 

图 6  出口额系数与人均 GDP关系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使用的是基期存在对美国出口的企业-产品样本，这部分样本直接

反映了由于关税变动导致的产品出口的偏移。而对于基期并未对美国出口过的企业-产品，

这部分产品受到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目的国市场受到贸易偏移带来的市场环境变化。一旦竞

争增强，那么对于这部分企业来说，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需要提高产品质量。结果由表 6

给出。表 6前三列与基准回归有所不同，对于间接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这部分产品，出口额

增长并非由出口量增长导致的，而是由出口价格增长导致的。根据第（4）列结果，出口产

品价格的提高主要是因为质量增长导致的。第（5）列显示，市场竞争同样降低了这部分产

品的价格，但是并未完全覆盖了质量上升带来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这部分企业长期在本目

的国经营，相对于贸易偏移的产品更具有信息优势等原因，因此在市场竞争中依然能够保持

本地优势。 

    表 6  未直接出口至美国的样本回归结果 

ROW (1) (2) (3) (4) (5) 

 price value quantity quality qap 

extariffus 0.022** 0.051*** 0.029 0.168*** -0.146*** 

 (2.26) (2.89) (1.61) (4.82) (-4.58) 

extariffwrd -0.023 0.008 0.031 -0.257 0.234 

 (-0.37) (0.06) (0.21) (-0.88) (0.84) 

country*time Y Y Y Y Y 

hs6*month Y Y Y Y Y 

firm*time Y Y Y Y Y 

country*firm*hs6 Y Y Y Y Y 

N 9225183 9225183 9225183 9225183 9225183 

Adj. R2 0.94 0.80 0.88 0.74 0.80 



 

(三) 异质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理解美国加征的附加关税带来的出口偏移效应，本小节我们将从异质性的

角度进行实证分析。首先，不同企业存在不同特征，在企业异质性方面我们考察了企业所有

制和企业从事的贸易模式两个角度进行探讨，由于缺乏企业生产数据，我们暂时无法继续从

企业的要素密集度讨论。这一点本文从行业异质性角度进行补充。在行业异质性讨论中，本

文从行业要素密集度、技术密集度（RD）等角度进行探讨。最后我们讨论了产品特征的异

质性影响，比如产品属于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之间的差异。 

 3.1 企业异质性 

 表 7 给出了企业异质性的实证结果。其中子表 A 展示的是所有制异质性的结果，子表

B给出了贸易模式的结果。子表 A第（4）列显示，贸易偏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私有企业和

外资企业实现的，第（1）列说明质量提高同样是由于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美国征收的进

口附加关税对于国有企业几乎没有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国企的政策约束更强，调整的灵活

性更低。而现有研究已经证明贸易战导致了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显著下降（Jiang等，2023； 

Jiao等，2022），因此在没有出口偏移的情况之下，国有企业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加剧烈。 

表 B给出了企业贸易模式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其中，processing表示企业是否从事加工

贸易出口的虚拟变量，如果从事加工出口，则取值为 1。第（4）列结果显示，加工贸易企业

的贸易偏移效应与非加工贸易企业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而第（1）列说明加工贸易企业虽然

同样存在出口偏移行为，但是相比于非加工贸易企业，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却更小。可能的原

因在于加工贸易企业的中间品投入供应商选择并没有自主权，因此也缺少了调整的灵活性。

因此，由于质量提升较弱，而第（5）列显示出口数量增长很快，因此导致了价格下降，恶

化了加工贸易的贸易条件。 

 表 7   企业异质性 

 

ROW (1) (2) (3) (4) (5) 

 quality qap price value quantity 

Table A Ownership 

extariffus _soe 0.026 -0.038 -0.012 0.029 0.040 

 (0.37) (-0.61) (-0.50) (0.84) (1.09) 

extariffus _poe 0.180*** -0.148*** 0.031** 0.093*** 0.061*** 

 (3.82) (-3.37) (2.51) (4.24) (2.58) 

extariffus _fie 0.175*** -0.182*** -0.008 0.084*** 0.091*** 



 (3.86) (-4.29) (-0.69) (3.80) (4.01) 

N 13782425 13782425 13782425 13782425 13782425 

Adj. R2 0.70 0.76 0.93 0.75 0.85 

Table B Trade Mode 

Extariffus 
0.194*** -0.169*** 0.025*** 0.079*** 0.054*** 

(5.12) (-4.62) (2.60) (4.91) (3.06) 

Extariffus* 

processing 

-0.114** 0.065 -0.049*** 0.010 0.059** 

(-2.32) (1.39) (-4.29) (0.42) (2.29) 

Controls Y Y Y Y Y 

country*time Y Y Y Y Y 

hs6*month Y Y Y Y Y 

firm*time Y Y Y Y Y 

country*firm*hs6 Y Y Y Y Y 

N 14185692 14185692 14185692 14185692 14185692 

Adj. R2 0.70 0.75 0.93 0.74 0.84 

 3.2 行业与产品异质性 

 表 8展示了行业与产品异质性的结果。子表 A和子表 B给出了资本密集型行业与 R&D

投资密集型行业的差异，行业异质性的考察有利于我们理解比较优势在贸易偏移中的作用。

子表 A中 Capital intensive表示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虚拟变量。本文使用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

定义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并定义资本劳动比在中位数以上的行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表 A的

（1）列结果显示，资本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贸易额偏移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距，

但是（2）列显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数量显著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因此第（3）列显示

由于贸易偏移导致的质量提升也低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表 B 则讨论了研发密集型行业与非研发密集型行业的差异。我们同样根据第三次经济

普查数据，通过从事研发人员与行业劳动人数的比值定义行业研发密集度。高于研发密集度

中位数则定义为研发密集型行业。R&D intensive表示行业是否为研发密集型的虚拟变量，

如果是则为 1。子表 B结果与子表 A 类似，对于研发密集型行业，贸易偏移的效应略低于

非研发密集型行业，这一结果主要由出口数量驱动。出口质量提升同样弱于非研发密集型行

业。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行业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与非研发密集型行业。上述结果说明，对

于比较优势行业，出口偏移效应更强，质量提升也更强，因此可以提高出口价格，改善贸易

条件。但是对于非比较优势行业，虽然只有相对较弱的贸易偏移，但是依然可以改善贸易条

件。 

子表 C 展示了不同产品种类的异质性结果。结果显示，中间品和消费品与基准结果是



一致的，在质量提升方面尤其明显，而资本品在质量方面则是不显著的。 

 表 8   行业与产品异质性 

ROW (1) (2) (3) (4) (5) 

 value quantity quality qap price 

Table A Capital intensity 

Extariffus 
0.084*** 0.084*** 0.181*** -0.181*** 0.001 

(5.14) (4.72) (5.35) (-10.31) (0.05) 

Extariffus*  

Capital intensive 

-0.009 -0.050** -0.038* 0.078*** 0.041*** 

(-0.44) (-2.16) (-1.72) (3.79) (3.37) 

N 14000729 14000729 14000729 14000729 14000729 

Adj. R2 0.74 0.84 0.70 0.75 0.93 

Table B R&D intensity 

Extariffus 
0.106*** 0.115*** 0.217*** -0.226*** -0.009 

(8.27) (4.94) (5.17) (-5.76) (-0.83) 

Extariffus* 

R&D intensive 

-0.034*** -0.066*** -0.067*** 0.099** 0.032*** 

(-2.74) (-2.73) (-2.88) (2.30) (2.67) 

N 13995336 13995336 13995336 13995336 13995336 

Adj. R2 0.74 0.84 0.70 0.75 0.93 

Table C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Extariffus* 

Consumption Goods 
0.059** 0.037 0.187*** -0.165*** 0.022* 

(2.36) (1.41) (4.53) (-4.36) (1.71) 

Intermediate Goods 
0.096*** 0.079*** 0.262*** -0.246*** 0.017* 

(5.57) (4.33) (8.05) (-8.20) (1.75) 

Capital Goods  
0.057*** 0.052** -0.074 0.079* 0.005 

(2.91) (2.48) (-1.62) (1.87) (0.45) 

N 13366763 13366763 13366763 13366763 13366763 

Adj. R2 0.75 0.84 0.72 0.76 0.93 

controls Y Y Y Y Y 

country*time Y Y Y Y Y 

hs6*month Y Y Y Y Y 

firm*time Y Y Y Y Y 



country*firm*hs6 Y Y Y Y Y 

 

(四) 企业的短期反应 

前文中我们已经证明了贸易偏移导致的市场竞争造成了产品质量提升，但是企业如何

调整产品组合实现产品质量提升还没有明确讨论。本小节我们从产品的动态调整与企业中

间品进口调整两个角度说明企业为应对贸易战的影响采取的质量调整措施。本文使用月度

数据回归，而且美国的关税变动也在月度层面，而通过月度环比的方式定义进入退出会受到

出口周期波动的影响。因此，本文根据美国征加的关税时间，将月度数据加总到年度。比如

2018年 7月征加的关税，我们便从 7月开始向前至 2017年 8月定义为贸易战开始前一年，

同时将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7 月定义为贸易战开始后一年，然后通过两年的数据定义受

到 2018年 7月征加关税影响的产品的进入退出状态。如果在贸易战前一年存在出口而在贸

易战后一年不存在则为退出，始终存在则为存续，反之则为进入产品。我们将进入退出存续

状态定义在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对于受到多次关税冲击的产品我们取第一次受到关税影

响时定义的进入退出存续状态。最后，考虑到数据的限制，我们只定义了在 2018年征加关

税的产品的进入退出状态。本文的定义方式实际上并不是企业是否会选择进入或者退出产

品的行为，而是一种状态。如此定义，合理性在于首先我们的样本时期只有 2017-2019 年，

因此只能研究企业在短期内应对美国关税的行为，因此企业的进入退出状态并不会如长期

数据中存在巨大波动。另外，由于美国在 2018年对中国征加的关税，基本没有重复征收，

单次征收比例达到 94.1%，因此我们的定义方式是合理的。表 9给出了企业在调整产品进入

退出方面的实证结果。我们参考 Amiti（2007）和 Yu（2015）在回归中控制了存续、退出和

进入的虚拟变量。第（1）（2）列显示存续产品的贸易偏移效应和质量提升效应都是显著的，

这说明存续产品在竞争中获得了更大的出口增长以及质量提升。Manova&Zhang（2012）指

出，企业可以通过调整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之间投入提升产品质量，（5）（6）两列。。。另

一方面，（3）（4）列给出了退出产品的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出口额还是产品质量，退出

产品都是显著低于未退出产品的。因此，贸易偏移引起的竞争效应挤出了企业低质量和非核

心产品，保留了具有竞争力的高质量产品。 

表 9  企业-产品进入退出与投入调整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lnvalue lnquality lnvalue lnquality lnvalue lnquality 

extariffus 0.178*** 0.117*** 0.013 0.319*** -0.035*** 0.059** 

 (15.36) (4.24) (1.14) (11.75) (-2.99) (2.09) 

incumbent 0.802*** 0.982***     



 (268.27) (133.15)     

exit   -0.649*** -0.799***   

   (-192.39) (-108.58)   

entry     -0.847*** -1.035*** 

     (-268.64) (-133.84) 

extariffwrd Y Y Y Y Y Y 

country*hs6 Y Y Y Y Y Y 

firm*time Y Y Y Y Y Y 

N 36304489 36304489 36304489 36304489 36304489 36304489 

Adj. R2 0.76 0.41 0.60 0.25 0.41 0.26 

四、 结论 

本文通过中国海关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数据（2017-2019），实证分析了中美贸易战中

美国对华附加关税导致的出口偏移效应。本文发现，美国进口关税提升造成了中国出口偏移，

关税每提高 1%，造成出口偏移提高 7.7%，中国对全球其他国家总出口增加 1.2%。出口偏

移既存在对发达国家偏移（北-北偏移），也存在对发展中国家偏移（南-北偏移），其中北

-北偏移的弹性更大。另外，贸易偏移伴随着产品质量上升，关税每提高 1%，出口质量提高

15%，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偏移质量提升程度更高。出口数量与质量的提升说明中美贸易战

在短期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可能存在福利提升效果，因为他们从中国获得了更加物美价廉的

产品。本文认为，质量提高的原因在于贸易偏移造成的市场竞争，在短期内企业通过退出低

质量产品（拓展边际）和提高现有产品质量（集约边际）两个方面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我们

发现，企业可以在短期通过调整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方式提升出口品质量，同时也获得了更高

的出口品价格。为了详细验证市场竞争带来的影响，本文通过以下几方面分析了市场竞争带

来的质量提升结果。首先，对于在基期没有直接出口到美国的企业产品，同样存在产品质量

的提升效应，质量提升带来了价格提升，也带来了出口额的增长，这部分产品的吃口额增长

是源于质量提升和价格提高，并非出口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差异品和质量阶梯更长的产

品出口质量提升更小，这同样体现了产品的竞争优势。最后，本文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国有

企业的出口偏移并不显著，中国的出口偏移主要是由于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另外，加工贸

易企业与一般贸易的出口偏移相近，但是质量提升较弱。同时，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行业例

如劳动密集型行业与非研发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偏移效应更强，但质量提升较弱。同时，资本

品虽然存在贸易额的偏移，但是在质量提升方面同样不显著。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由于只使用了 2017-2019年的数据，因此我们分析的是企业在应对

贸易政策冲击时的短期行为，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检验贸易战所引起的长期的贸易影

响。我们发现，在短期，中国出口提升了出口质量，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中国



的主要贸易伙伴主要是发达国家，此次贸易战冲击之下，中国进一步发展了以东盟国家为代

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同时我们发现对于这些国家的出口质量提升效果更为显著。短

期的出口质量调整是否会引起目的国长期进口品质量的提升？是否会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发

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促进中国企业的出口目的地多元化？是否会提高目的国的长期福利？

又是否会进一步刺激中国企业出口质量提升和出口升级？都是未来值得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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